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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省直管县体制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以居民医保整合为例

高秋明　杜　创∗

　本文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自发整合为例,考察财

政省直管县体制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的作用.使用２４２个

地级以上城市数据,(广义)有序 Logit回归的结果表明:辖区内财

政省直管县比重越高的城市越倾向于避免整合,这在 “强市－弱县”
城市和 “弱市－强县”城市更为突出.我们还验证了其作用机制,
在于阻碍市县之间关于整合成本分担共识的达成.此外,财政收入

能力影响整合的模式选择 (一档或两档),但对是否整合的影响不

显著.
　财政省直管县体制,居民医保整合,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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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传统上对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关注源于对社会公平的追求,其背景是部

分地区和人群还存在基本公共服务严重缺失的情况,因此需要提高服务供给

水平,实现均等化的思路也集中于增加财政投入.然而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

演进,效率等公平之外的因素也纳入考量.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收支能力仍

是制约均等化推进的唯一因素吗? 特别地,财政体制,除了作为均衡财力分

配的手段之外,是否还有其单独的作用途径? 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新形势下,效率作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动机正逐渐显现.首先

是经济效率.新常态下,经济发展越来越倾向于脱离小范围内粗放投资、重

复建设、县域竞争的传统驱动模式,转而面向大范围内的产业分工合作.这

意味着生产要素需要由老产业向新产业转移,跨越地域进行流动 (曹玉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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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东玮,２０１２),而捆绑在地区之上的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

务,成为影响人力资本迁移的重要因素 (邓曲恒,２０１３;方大春和杨义武,

２０１３).因此,为创造更为便捷的要素流动环境,需要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作为支撑.１其次是服务提供的效率.伴随着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基本公共

服务需求的结构也有所变化.一些原先不作为政府重点关注的领域,例如环

境保护、公共安全维护等,逐渐成为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这些项目的

提供难以依赖单一的基层政府达成,往往需要更高层次的协同规划.
城乡居民医保的整合正反映了这样的公平与效率动机.统一的居民医保

制度的建立,不仅有利于居民就医公平,而且顺应当前城镇化扩张、周边人

口向城市聚集的流动趋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课题组,

２０１４),有利于促进经济效率;也顺应农民在收入水平和重大疾病知晓率提升

后,进入城市高等级医院就医的需求结构变化,有利于医保服务效率的提

高.２同时,两类医保筹资中财政均占大头３,因此整合进程必然受制于各类财

政因素影响.这使得城乡居民医保整合在反映新形势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与财政关系方面具有代表性.中央层面关于推进医保制度整合的方案出台于

２０１６年１月,但在此之前,截至２０１５年年底,已经有约五分之一的地级市先

期自发地完成了整合４.在没有划定试点、没有中央统一规定情况下所形成的

已整合城市与未整合城市的分立,为我们识别财政因素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的影响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会.
本文以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下称城镇居民医保)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下称新农合)的整合为例,考察财政省直管县体制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中的作用.使用包含６３个自发整合城市在内的全国２４２个地级以上城市为

样本,(广义)有序Logit模型回归的结果表明:财政收入能力的确影响整合

的实现程度,那些财政收入能力越强的城市,越倾向于达到更高的整合水平;
不过就是否开展整合而言,财政能力并不构成障碍,起作用的是财政体制.
那些辖区内财政省直管县比重越高的城市,越倾向于避免整合,这种情况在

“强市－弱县”城市和 “弱市－强县”城市更为突出.而且基于已整合城市的

分析表明,财政省直管县比重越高的城市,越倾向于采用让渡市级权力的基

１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在 “协调发展”部分两次提到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一是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二是 “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坚持工业反哺农

业、城市支持农村,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合理配置和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可见,在区域协调和城乡一体化的目标下,都包含了对经济效率的考量.
２ 我国医疗体系的设计遵循区域卫生规划,一般只在地市级设三级医院.而原新农合以县为统筹单位,
这意味着农民去往三级医院就医必然要跨越统筹区,造成医保管理的不便.
３ 这体现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属性.新农合筹资中８０％来自财政;城镇居民医保分人群筹资,平均后的

人均财政补助比例尽管略低,也大大超过５０％.例如,山东、广东、浙江的人均补助比例在６５％
左右.　
４ 未列明出处的数据均来自作者计算,下同.计算依据详见第四部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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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理模式,这提示了财政省直管县体制发挥作用的机制在于阻碍市县之间

关于整合成本分担共识的达成.这些结果表明,新形势下推进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不仅是增加财政投入的问题,还需要关注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权力

划分.
本文可能在以下方面对既有文献形成补充:拓展了以往研究的视角,指

出一条财政体制单独作用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新途径.以往文献对财政

体制的分析落脚于财政投入,集中讨论分权式的财政体制将如何影响民生领

域的财政支出.在省级层面,傅勇和张晏 (２００７)发现,若以预算内省本级

财政支出占中央预算内财政支出的比重作为分权程度的衡量,则存在一临界

水平,在此水平之下,地方政府因无力参与地方间竞争而倾向于增加科教文

卫支出;而在这一水平之上,则会踊跃竞争,继而维持甚至削减基本公共服

务支出份额.类似的两面性同样出现在县级.陈抗等 (２００２)指出,财政省

直管县体制可以带来地方财力的增加,不过这或者能够促进民生支出的增加,
即带来 “援助之手”,或者助长地方重基建、轻民生的倾向,即带来 “攫取之

手”.实证研究在究竟哪个方向占据主导上并无定论.以民生支出占县级财政

支出的比重作为衡量指标,刘佳等 (２０１２)以及陈思霞和卢盛峰 (２０１４)发

现,财政省直管县体制增强了县级财政能力,却导致民生项目占支出的比重

下降;不过,使用公共服务绝对水平等其他衡量指标,王德祥和李建军

(２００８)、谭之博等 (２０１５)的研究表明,财政省直管县体制的确可以产生县

级民生服务水平的提高.本文跳出财政体制对民生财政支出具有双重效应这

一讨论思路,以市级为观察层面,研究省直管县为代表的财政体制因素在推

进均等化中的单独作用.我们的研究显示,省直管县体制可能通过影响均等

化过程中市县财政对于责任分担共识的达成,阻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

行.这一发现丰富了现有文献对于财政体制作用的理解,具有一定的理论

价值.
此外,本文也提供了首个针对居民医保整合的实证分析.现有文献多基

于理论层面 (金维刚,２０１２;申曙光,２０１４),或就某几个城市的具体案例进

行分析 (熊先军等,２０１１;仇雨临等,２０１１),尚无具有普适意义的实证研

究.还有一支文献使用精算或核算方法,估计整合带来的财政投入增加 (李
亚青,２０１５;蒋云赟和刘剑,２０１５),但对财政体制在整合中的实际作用未有

提及.本文通过收集一手资料建立数据集,首次使用计量方法和全国样本,
实证分析了包括财政省直管县体制和财政收入能力在内的地方特征对城乡居

民医保整合的影响.我们的结论支持了中央层面推行整合的必要性,也有助

于地方制订更符合自身实际的整合方案,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文章接下来的部分规划如下:第二部分交代制度背景,介绍城乡居民医

保自发整合的状况及与财政的关系;第三部分引入 (广义)有序Logit模型作

为模型设定;第四部分介绍回归使用的数据和变量;第五部分报告实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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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进行稳健性检验,并对不同市县关系下财政省直管县体制的作用以

及发生作用的机制,展开进一步讨论;最后第七部分总结.

二、制度背景

(一)自发整合的概况

中央层面整合城乡居民医保的动议最早见于２０１２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

出,“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

医疗保险制度”.这表明城乡整合的需求在当时已初步形成.然而直至２０１６
年１月,中央层面才最终以国务院 «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

意见»(下称中央方案)明确了整合方向.在中央方案出台之前,一些地方在

不存在中央试点、没有中央统一规定的情况下,基于自身实际,自发地开展

了整合的探索.
根据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统计,截至２０１３年年底,全国确定开展城乡医

保整合工作的省级单位共有８个,分别是天津、山东、重庆、青海、宁夏、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东、浙江;另有其他１３个省份中的３４个地级市也明

确了整合方向.２０１５年,又有福建、上海、河北宣布将进行城乡医保整合.
不过在这份名单中,尚有地区未出台具体的实施方案.我们对上述城市

进行了逐一筛查,结果显示:截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共有７个省 (市)实际完

成了全省层面的整合.其中天津、重庆、青海、宁夏采用省级统筹,广东、
山东实行地市级统筹,浙江大多实行市级统一框架下的县级统筹.除上述７
个省 (市)外,还有其他１１个省份的２０个地级市出台了市级层面的医保整

合文件.自发整合的地级市约占全国城市总数的２２％.
已完成的整合基本都实现了后来中央方案所提出的 “六统一”中的四个,

即 “统一覆盖范围、统一医保目录、统一定点管理、统一基金管理”.所不同

的是在另外两个统一上,即 “统一筹资政策”和 “统一保障待遇”,一些地区

采用了不同模式.除了城乡筹资待遇完全相同这一模式外,还有一些地区实

行了分档选择,即在统一城乡医保政策框架的基础上,对成人居民设置差别

化的筹资待遇档位,城乡居民可从中选择一种参加.据我们统计,在２０１６年

前完成自发整合的城市 (少数民族地区除外)中,省级统筹单位多采用分档

模式,其中天津为三档方案,重庆为两档方案;其他６１个地级市中,２７个采

用两档或三档模式５,占整合城市总数的４４３％.其余３４个地级市采用了一

档方案,占整合城市总数的５５７％.按照中央方案部署,使用分档整合的地

区也需要在未来过渡期后逐步转向城乡一档,从而实现真正的均等.

５ 浙江大多实行县级统筹,分县制定实施细则,但存在市级统一的指导性文件.因此将这类城市也纳

入样本,归入多档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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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合中的模式选择

整合意味着需要弥合城镇居民医保与新农合现有的政策差距,而两者之

间确实存在较大差别.建立时城镇居民医保比照职工医保设计,而新农合则

立足农村另起炉灶,二者在初始的筹资待遇和统筹层次设定上即存在分化.
延续至今,两类医保在多数地区的典型关系是:城镇居民医保个人缴费高,
待遇高,实行市级统筹;新农合个人缴费低,待遇低,实行县级统筹.因此

若要实现城乡统一待遇,既要抹平现有新农合在各县之间的待遇差别,还要

抹平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医保之间的差别.
在中央文件未出台前,自发开展整合的城市出于平稳过渡这一首要考虑,

在整合设计中均遵循两个原则,即 “总体待遇不降低,个人缴费不大幅增

加”.这意味着整合后的新方案必须是一个待遇就高、而个人缴费就低的设

计.在这一约束下,地方制定整合政策时考虑自身情况,发展出了两类整合

模式.其一般做法６是:①一档方案:若要实行城乡单一标准,则待遇设计比

照原先待遇较高的城镇居民医保,个人缴费设计比照原先缴费较低的新农合.
在实现方式上,通过降低原城镇居民的个人缴费,同时以财政补助填补差距

的方式达到.②两档方案７:如果允许不同档位并行,则高档待遇比照原城镇

居民医保,低档待遇比照原新农合,相应的筹资也对应于各自原先水平.不

过,为了避免原先高缴费的城镇居民群体流向低档,大部分地区都附加了档

位选择的限制条件,例如规定户口簿内同一家庭的成年人只能选择同一档次、
原城镇居民参保人必须选择高档,或者低档只供某些区县选择等.可见,两

档方案意在维持原先城镇居民参保群体和新农合参保群体的相对独立,很大

程度上只在抹平新农合在各县之间的筹资待遇差别,因而是一种降低整合难

度的折中方法.综上可知,在整合程度上,有:未整合＜两档方案＜一档方案.

(三)整合引发的资金需求与财政体制

整合必然产生资金需求.对于一档方案来说,正如上一小节所提到的,
资金需求源于提升待遇后没有提高个人缴费.那么,将新农合群体的个人缴

费提高到城镇居民水平,就可以避免缺口吗? 答案是否定的.值得指出的是,
将新农合待遇拉平所需要的筹资增加,将远大于补足现有城乡参保人个人缴

费的差值.这主要是由城乡参保人不同的年龄结构决定的.城镇居民医保作

为城镇职工医保在参保范围上的补充,主要吸纳城市中的少年儿童和大学生,

６ 一般做法根据全部已整合城市 (包括直辖市,共６３个)的整合实践归纳.我们梳理了每个城市在医

保初建时以及整合前一年这两个时点上的城镇居民医保政策文件与新农合政策文件,然后将其与整合

后的新制度进行比对,同时结合地方调研,归纳出模式特征.
７ 少数地区实行三档方案,为简化分析,将这类城市归入两档方案中.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原因在于

“第三档”的设定基于多样化的考虑,而除此之外的其他两档,仍各自比照城镇居民医保与新农合进行

设计,因此具有与两档方案相同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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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城镇中的老人相当部分为职工医保所包括,因此其参保人的年龄结构较为

年轻化.而新农合则不然,大量涵盖了农村地区的老人.学生、儿童相比老

人属于医疗消费较低的基金贡献群体,因此原先的城镇居民医保能够以较新

农合较小的筹资增加,实现较为显著的待遇提高;同样反过来,若要达到相

同的待遇水平,新农合所需的筹资要远高于城镇居民.因此即使按照后来中

央方案的设计,提升待遇的同时可以将个人缴费也提升至城镇居民水平,整

合后的基金仍将面临缺口.那么对于两档方案来说,既然维持了原先两类医

保筹资待遇的相对独立,是不是就不需要额外投入了? 答案也是否定的.这

是因为除了需要抹平新农合在县与县之间差距这一因素外, “六统一”中的

“统一医保目录”和 “统一定点管理”两项,仍然产生资金需求.对于原新农

合参保人来说,统一医保目录意味着保障范围扩大 (以山东为例,原新农合

报销目录含药品１１２７种,而整合后统一使用城镇居民医保目录,含药品

２３８７种,报销品类扩大逾一倍);而统一定点管理意味着原新农合定点医疗

机构的范围由县内扩展到市内,农民进入市内三级医院可以立即报销,因此

将对入城就医产生激励作用.这些隐含的需求释放所产生的支出增加,如果

不能由现有的当期结余覆盖,最终都需要通过增加资金投入来弥补;而如果

不能大幅度提高个人缴费,就需要财政资金来弥补.财政进行投入也体现了

基本公共服务的特性.
需要指出的是,弥补上述资金缺口并不止于一次性的投入:一旦以整合

后新政策的形式确定下来,就将固化为每年固定的成本支出.因此,明确这

一支出由哪一级财政承担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城乡整合的受惠群体是

县内农民,因此由县级财政负担由此增加的民生投入理所当然;另一方面,
整合后待遇提升的具体程度和需求释放的实际程度,取决于整合政策的设计

和整合后基金的管理水平,而当市级政府从县级手中接过这两项责任之后,
就理应为由此产生的后果负责.因此,如何划分市县两级在整合成本上的分

担,难以明确,尤其是在相关金额难以被准确估算的情况下.从自发整合城

市的实践来看,６３个城市中有２６个在整合文件中提及面临基金缺口时的责任

分担８,其中９个规定由县完全承担,２个由市完全承担;剩下的由市县共担,
其中又有１０个明确列出市县各自承担的具体比例,县的分担份额在５％到

８０％不等.其他城市则笼统以市县 “协调”或 “分担”字眼带过.市县分担

结果的多样化显示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这也暗示,一旦市县之间无法就整

合成本的分担达成共识,整合可能就难以推行.
对那些市管县的城市来说,市级财政作为县级财政背后的拨款人,形成

市县统一意见可能并不困难.不过近年来,财政省直管县体制得到了大力推

８ 除舟山、青岛等个别城市外,大多数城市选择用兜底的方式来实现整合的投入 (即 “补出口”),而

不是直接扩大财政筹资 (即 “补入口”).在整合成本难以被准确估计的情况下,这也是避免财政资金

在医保沉淀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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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尤其在２００９年财政部曾发文,要求２０１２年年底前力争全国除民族自治

地区外全面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尽管这一文件最终没有得到全面落

实,但截至目前,浙江、安徽等十省已先后在全省实现了财政省直管县体制,
其他地区也都进行了较大规模试点.在省直管县背景下,收入方面,普遍要

求市级不得新增集中县级财力,近半数省份还要求市级不得分享县级的新增

财政收入;支出方面,明确转移支付直接由省核定并补助到县,省与县建立

直接的财政往来关系.９依照财权与事权相一致的原则,市级对县级民生支出

的责任降低,对其做统一要求的动员能力也降低;而县级在资金运用上的独

立性增强,可能更加着眼于自身需要而不是市级要求,来参与城乡一体化的

决策.那么这一因素在现实中是否影响整合进程,产生效应的规模如何? 我

们下面通过实证方法进行考察.

三、模型设定

每个城市都面临不整合、整合为两档 (分两档)、整合为一档 (分一档)
三个选项.经前文分析可知,选项之间并非平行关系,而是呈现一种整合程

度递进的次序特征.因此,我们使用有序多元选择模型来描述这一过程.
以y∗表示整合条件的成熟度,其构成因素可以被表达为:

y∗
i＝β×cntyratioi＋x′iγ＋εi,

其中,cntyratio表示该市所辖县级单位中财政省直管县所占比重,x 是包含财政

收入能力在内的一组表征城市其他特征的控制变量,ε为误差项,i指示城市.
实际中,我们观察不到具体的条件成熟度打分y∗,只能观察到城市的最

终选择y.令y＝１,２,３分别表示不整合、分两档、分一档.城市会根据自

身条件选择能够达到的最接近选项.这个过程可以被描述为:

y＝１ (不整合),如果y∗≤μ１;

y＝２ (分两档),如果μ１＜y∗≤μ２;

y＝３ (分一档),如果y∗＞μ２．
其中μ１＜μ２表示割点 (cutpoints),是有待与β、γ 一起估计的参数.

设ε服从标准Logistic分布,使用最大似然法可以实现对上述参数的估

计,即为有序Logit回归 (orderedlogitregression).其中β是我们关注的系

数.在Logistic分布下可推得:

log
Pr(yi≤j|xi)
Pr(yi＞j|xi)

é

ë
êê

ù

û
úú ＝μj－β×cntyratioi－x′iγ,

即　log
Pr(yi＞j|xi)
Pr(yi≤j|xi)

é

ë
êê

ù

û
úú ＝－μj＋β×cntyratioi＋x′iγ,j＝１,２． (１)

９ 根据各省关于财政省直管县体制试点改革文件的统计,统计时剔除了港澳台地区、民族自治区和财

政上视同少数民族地区的云南、贵州和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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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１)即为回归方程.其中Pr(yi＞j|xi)是y 取值在j以上的累积概

率,Pr(yi≤j|xi)是 y 取 值 在 与j 相 等 或 以 下 的 累 积 概 率,因 此 称

Pr(yi＞j|xi)
Pr(yi≤j|xi)

为yi＞j相对于yi≤j的累积概率比数或累积机会比 (即odds

ratio).β表示省直管县比重的变化对累积机会比对数的影响.也就是说,在

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省直管县比重增加１单位,将使整合程度提高一个

等级或以上的机会比变为原来的exp (β)倍 (陈锋,２００３).
不过,上述有序 Logit模型的一个隐含假定是,累积概率比数的比为定

值,即
Pr(yi＞２|xi)
Pr(yi≤２|xi)

/Pr
(yi＞１|xi)

Pr(yi≤１|xi)
为常数.换句话说,这相当于施加了

一个限制条件,即要求除常数项之外的解释变量 (例如财政省直管县比重),
其单位提高对于是否整合,以及是否选择一档所带来的影响,是相同的.这

被称为比例比数假定 (proportionaloddsassumption).标准有序 Logit模型

也因此又被称为比例比数模型.
如果这一假定不能得到满足,则意味着需要将财政体制对于不同整合等

级的作用分别加以分析.允许β 的数值随着y 的取值j 发生变化,则得到广

义有序Logit模型 (generalizedorderedlogitmodel):

log
Pr(yi＞j|xi)
Pr(yi≤j|xi)

é

ë
êê

ù

û
úú ＝－μj＋βj×cntyratioi＋x′iγj,j＝１,２．　 (２)

我们进一步将
Pr(yi＞１|xi)
Pr(yi≤１|xi)

称为 “整合机会比”,将
Pr(yi＞２|xi)
Pr(yi≤２|xi)

称

为 “一档机会比”,因此省直管县比重增加１单位,将带来整合机会比变为原

来的exp (β１)倍,一档机会比变为原来的exp (β２)倍.
前文第二部分对于财政省直管县体制作用的描述提供了关于β 符号的预

测:在其他条件相同时,省管县比重较高的城市可能受制于市县对财政责任

重新划分的共识无法达成,难以施行整合,因此我们可能观察到β 的符号为

负.不过,由于无论采用一档还是二档方案,原先各县新农合的政策都面临

调整,既有的财政安排都会被打破,因此省直管县体制在整合模式选择中的

作用可能不大,因此可能有β１＜β２ (即 β１ ＞|β２|).

四、数据和变量

我们以 «２０１２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所辑录的全部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１０,

１０ 选择２０１２年是由于大部分的自发整合发生在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４年,在此使用中间年份.事实上选择

具体哪一年份并不重要,这是因为取值自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变量均为城市特征,意在反映城市

之间的相对差异,因此只需选择同一年份进行比较.特别是在经济相对放缓的２０１０年后,这些差异随

年份变化的倾向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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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排除那些在中央财政政策中视同少数民族地区的省份１１.之所以选择市级

作为考察层面,是由于中央方案规定市级为整合后的目标统筹层次.市级同

时覆盖城乡,体现城乡统筹的内涵.经剔除后,所得样本城市共２４２个.
以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１日各地的整合状态为因变量,令未整合为１,分两档

为２,分一档为３.对于整合状态的识别,首先使用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提供

的 «２０１３年医疗保险城乡统筹开展情况»,分离出那些截至２０１３年年底明确

(将要)开展两保整合工作的城市.考虑到其中尚有城市未出台具体的整合方

案,我们继而在这一资料基础上进行了逐个的手动筛查,通过公开资料搜索,
识别出那些已经完成整合的城市;然后根据其整合文件,手动补入关于分档

模式的信息.１２在此基础上,补入２０１３年年底至２０１５年年底期间宣布整合的

城市,但发现没有新的城市出台具体实施方案.最终得到一档城市３４个,两

档城市２９个,其他城市标记为未整合.
对于财政省直管县体制的刻画,使用该市所辖县级单位中财政省直管县

所占比重.其构建方式为:省直管县比重＝市辖财政省直管县数量/全市县及

县级市总数.财政省直管县数量的统计,依据维基百科 “省直管县”词条中

所列各省文件整理,其中已整合城市的统计截止到该市整合前一年,未整合

城市截止到样本日期.全市县级单位总数的计算,来自 «２０１２中国县 (市)
社会经济统计年鉴»所列出的该市下辖县或县级市加总.

为剥离财政省直管县体制的影响,根据第二部分分析,同时控制以下影

响城乡医保整合程度的变量:
(１)人均公共财政收入:反映城市财政能力.之所以没有使用人均公共财

政支出,主要考虑到支出项中包含一定规模的专项转移支付,不能挪入包括

医保补贴在内的一般用途.１３该变量的构建方式为:人均公共财政收入＝全市

公共财政收入/全市总人口.
(２)市辖区人口比重:反映原先两类参保人群的相对规模.城镇居民医保

的参保人大多集中在市辖城区,而新农合参保人大多集中在周围郊县.市辖

区人口比重越大,参加新农合的人群倾向于越少.该变量的构建方式为:市

辖区人口比重＝市辖区人口/全市总人口.

１１ 即各少数民族自治区和云南、贵州、青海.
１２ 其中,东莞、佛山、东营、三亚等４市在整合之后还进行了两档方案的合一,因此在整合状态中记

为一档.
１３ 尽管可以使用人均公共财政支出作为城市财政能力的衡量指标,但不宜使用人均公共财政支出在医

疗卫生领域的值 (财政对居民医疗保险的补贴计入医疗卫生支出).这是因为:第一,人均财政支出的

总额相对稳定,而分配给某一领域的额度可能受到其他领域资金需求的扰动.第二,由于整合往往带

来财政相关补贴的增加,因此对于已整合城市来说,这一领域的财政投入可能具有内生性.由于各地

整合时间不同,难以取得一个统一的时点来规避内生性问题.因此,使用总的人均公共财政支出是更

合理选择.我们也使用人均公共财政支出作为财政能力的衡量,重复了下文所有的回归,所得结果与

当前结果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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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市辖区人均 GDP比重:反映城乡经济差距.其构建方式为:市辖区

人均 GDP比重＝市辖区人均 GDP/全市人均 GDP.
(４)市辖区医院数量:反映城区供方实力,衡量农村人口跨县就医的动

力.作为需方的医疗保险,无论是原有政策制定,还是整合后的制度安排,
都包含对供方条件的考虑.

(５)６５岁以上人口比重:反映医保覆盖范围内的年龄结构.
(６)总人口:反映医保人群的绝对规模.绝对规模可能与医保统筹区的数

量以及政策融合的复杂性有关.
上述控制变量中,年龄结构的数据来自各省 «中国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资

料»,其他变量的数据来自 «２０１２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由于这些外生变量均

独立于医保整合政策,因此在进行城市间比较时只需取统一年份,无须考虑

各地医保整合的具体时点.１４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见表１.可以看到,相比未整合城市,已整合城市平均

拥有更低的省直管县比重 (４１５％比７３９％)和更高的人均公共财政收入

(４８１８元比２８６８元).不过进一步对未整合城市、两档城市、一档城市进行

观察,发现尽管人均公共财政收入随着整合等级的提高呈现严整的梯次上升

(其值依次为２８６８元、３９２５元、５５７９元),而省管县比重则不然,一档城市

的比重反 而 较 两 档 城 市 略 高 (依 整 合 等 级 其 值 分 别 为 ７３９％、３９７％、

４３１％).从整合等级之间的差距来看,省直管县比重在已整合城市明显区别

于未整合城市,而人均公共财政收入则是在一档城市明显高于非一档城市.
这暗示,两类财政因素发生作用的环节可能不同,省直管县比重更多影响城

市是否能够参与整合;而财政能力可能不是能否整合的关键,但却在影响整

合模式上发挥作用.这与我们之前的分析一致.
此外,已整合城市还倾向于拥有更高的市辖区人口比重和更小的城乡经

济差距;但是在供方体制、年龄结构和人口规模上,与未整合城市的差异则

不明显.同样,除了市辖区人口比重之外,其他变量在一档城市与两档城市

之间的比较并不能够完全复刻整合与未整合比较中所表现出来的次序,这再

次表明解释变量对于不同整合阶段所产生的影响可能具有差异.

１４ 在中央层面,两类医保主管部门对于整合后医保管理权的争夺被认为是导致整合推进缓慢的主要原

因,不过这个因素在地方整合中并不构成外生影响.原因在于,各地关于城镇居民医保与新农合的管

理机构设置、主管部门级别都是相同的,并且各地两保主管部门的话语权特征相同.具体地,城镇居

民医保归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下称人社局),新农合归属卫生局,二者的分管副市长通常不是同

一人,并且分管人社局的副市长通常排位更高;二者也与主管财政的市长或副市长不是同一人.在这

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当地医保所有权争夺的结果事实上是内生的,来自例如当地两类医保参保人群的

规模差异等外生因素.因此,这里不宜作为控制变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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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变量的描述统计

全样本 未整合城市 已整合城市 分两档 分一档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观测值个数 ２４２ １７９ ６３ ２９ ３４

财政省直管县比

重 (％)
６５５ (４１６) ７３９ (３７９) ４１５ (４２３) ３９７ (４０７) ４３１ (４４３)

人均公共财政收

入 (百元)
３３８ (３９０) ２８７ (３３３) ４８２ (４９４) ３９３ (３１３) ５５８ (６０２)

市辖区人口比重

(％)
３４３ (２３８) ３１１ (２０１) ４３５ (３０６) ３９２ (２７６) ４７１ (３２９)

市辖区人均 GDP
比重 (％)

１３５４ (４１４) １３７５ (４２３) １２９４ (３８２) １２９０ (４４４) １２９８ (３２７)

市辖区医院数量

(个)
７３７ (８９９) ７２９ (８７０) ７５８ (９８３) １０１９ (１３３７) ５３５ (４３６)

６５ 岁 以 上 人 口

比重 (％)
９１ (１８) ９２ (１６) ９０ (２３) ９７ (１６) ８４ (２６)

总人口 (万人) ４６０４ (３２０５)４５０７ (２６３１)４８７８ (４４６６)６０２９ (５７９３)３８９７ (２６１４)

　　注:(１)“分两档”中包含整合后待遇分多档的城市.(２)３个城市的市辖区人均 GDP数据缺失,

其市辖区人均 GDP比重的计算方法为:分子使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母使用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经户籍农业人口与户籍非农业人口加权而得的全市人均收入.数据来自该

市 «２０１２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３)人均公共财政收入变量进行了高端１位的缩尾

(winsorize),以避免异常值的影响.

资料来源:«２０１２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省 «中国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资料».

五、实证结果

(一)有序Logit模型

表２的第 (１)、(２)列报告了使用线性概率模型 (LPM)进行 OLS回归

的结果.省直管县比重的系数为负且显著,并且在人均公共财政收入变量加

入后保持稳定.人均公共财政收入的系数为正.两个变量的作用方向符合我

们之前的预期.不过,由于模型中因变量为离散形式,因此使用线性模型所

得结论可能不足以令人信服.
表２的第 (３)、(４)列继而给出了使用标准有序Logit模型进行回归的结

果.可以看到,所得结果与线性概率模型一致.省直管县比重的系数为负且

显著,表明以县为主的财政体制会对整合等级提升产生阻碍作用.人均公共

财政收入的系数为正且显著,表明财政能力提高有助于整合等级提升,这也

与以往文献中对于财政能力作用方向的描述一致.由第 (４)列可知,城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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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直管县比重增加１０个百分点,整合机会比和一档机会比将降低为原来的

０８５倍 [＝exp (－１６６０×０１)];城市的人均公共财政收入增加１００元,
整合机会比和一档机会比将提高为原来的exp (００１１)＝１０１倍.这表明,
财政能力越强的城市,越倾向于选择更高的整合层次,而财政省直管县体制

的普及则不利于高层次整合的进行.

表２　回归结果

因变量y:不整合 ＝１,

分两档＝２,分一档＝３

LPM 有序 Logit 广义有序 Logit 广义有序 Logit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y＞１

(整合)
y＞２

(一档)
y＞１

(整合)
y＞２

(一档)

省直管县比重 －０５０９∗∗∗ －０４７７∗∗∗ －１７４３∗∗∗ －１６６０∗∗∗ －１８２５∗∗∗ －１２３９∗∗ －１７５２∗∗∗ －１２６９∗∗

(０１２２) (０１２５) (０３９７) (０４０４) (０３９８) (０５０７) (０３９８) (０５１３)

人均公共财政收入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市辖区人口比重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７∗∗∗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５∗∗∗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９)

市辖区人均GDP比重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

市辖区医院数量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７)

６５岁以上人口比重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９ ００８４ ０１２８ ０１２４ －００３９ ０１７６∗ ００８９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３) (００８５) (００８３) (００８９) (００９９) (００９１) (０１１１)

总人口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常数项 １２３０∗∗∗ １１３７∗∗∗ －２４７７∗∗ －１８６０∗ －２９８４∗∗∗ －３６２６∗∗

(０２６６) (０２６８) (１０５０) (１１１５) (１０８１) (１４３２)

观测值数量 ２４２ ２４２ ２４２ ２４２ ２４２ ２４２ ２４２ ２４２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p＜００１,∗∗p＜００５,∗p＜０１.模型 (３)的割点１值为２１２５∗∗∗

(１０２０),割点２值为３０３１∗∗∗ (１０１３).模型 (４)的割点１值为２７５７∗∗∗ (１０２６),割点２值为

３６７５∗∗∗ (１０２７).

图１直观地展示了基于模型 (４)回归而拟合的整合等级概率与省直管县

比重和人均公共财政收入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其他条件相同时,一方面,
随着所辖省直管县比重的上升,城市未整合的概率大幅增加,而整合为一档

或两档的概率下降;另一方面,城市财政收入能力的增强,使得未整合的概

率降低,整合为一档的概率明显提高,整合为两档的概率也略有提高.上述

变化方式在样本区间内基本保持单调趋势,即对那些处于不同省直管县比重

区段和不同财政收入能力的城市而言,作用的幅度相近.唯一的反常出现在

省直管县比重接近１的地方,此时比重的提高反而带来未整合概率的降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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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为一档概率的提高.１５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部分省实行全省范

围的省直管县体制,导致一些原本应该处于比重中段的城市移向高段.我们

还将在下文的稳健性检验部分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在这里,由于异常作用的

幅度较小,不影响我们对于总体结果的归纳.

图１　财政因素的整合等级概率二维图

不过,使用Brant检验和似然比检验两种方法来检验有序Logit模型的平

行回归假定,发现表２模型 (４)所依赖的假定基础较为薄弱.表３显示,

Brant检验的结果表明,对方程整体进行的检验在１％水平被拒绝,这意味着

解释变量对于不同整合层次所产生的影响程度可能不同.特别地,对模型

(４)中省直管县比重和人均公共财政收入两个变量进行单独检验,其P 值都

在００７左右,表明二者的作用的确在不同层次选择之间存在差异.与此同

时,方程似然比检验的P 值也较低.这些结果暗示,对于财政因素的影响,
可能需要根据不同整合等级做分别分析.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更准确地描述

省直管县体制的作用,适宜使用广义有序Logit模型作为分析工具.

表３　平行回归检验

检验 Chi２ P＞Chi２

Brant检验 (方程) １９８ ０００６

　省直管县比重 ３２ ００７４

　 　 人均公共财政收入 ３４ ００６６

似然比检验 (方程) ９８ ０２０２

(二)广义有序Logit模型

表２的第 (５)、(６)列展示了广义有序Logit模型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

到,省直管县比重的作用的确存在分别.对 “整合”的系数为负且显著,表

１５ 我们也在表２模型 (４)中加入省直管县比重的平方项作为检验,结果显示系数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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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省直管县比重显著降低进入整合的概率;而对 “一档”的系数绝对值小于

对 “整合”的系数且仍为负,表明省直管县比重产生的阻碍作用在分档选择中

较小,主要体现在整合选择中.第 (６)列显示,其他条件相同时,省直管县比

重增加１０％,整合机会比降低为原来的０８４倍 [＝exp (－１７５２×０１)],一

档机会比降低为原来的０８８倍 [＝exp (－１２６９×０１)].
与之相反,财政收入能力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分档选择中.对 “整合”的

系数并不显著,并且系数绝对值近于零;对 “一档”的系数表现显著,并且

在系数值上较之前有较大提高.由第 (６)列可知,其他条件相同时,城市的

人均公共财政收入提高１００元,对整合机会比的影响微乎其微,但将带动一

档机会比增加为原来的１０２倍 [＝exp (００１７)].这表明,财政能力强只

是使城市在选择整合的情况下更偏向于一档而不是两档,却并不能提高城市

自发开展整合的倾向.由于普通有序 Logit回归的系数相当于广义有序 Logit
回归中两个系数的加权平均,因此表２第 (４)列人均公共财政收入系数能够

为正且显著的主要原因在于财政能力对一档机会比的正效应.
总之,上述发现回应了我们之前的预测,证实在财政能力之外,财政体

制也是影响整合等级选择的重要因素.并且,财政收入能力的促进作用只在

一档选择中较为明显,而财政省直管县体制的阻碍作用则主要影响是否整合.
除财政变量之外,市辖区人口比重的系数为正且显著,市辖区医院数量

的系数为负且显著.这表明其他条件相同时,城镇居民人口的比重越大、城

镇医疗资源的优势越不突出,城市倾向于达到的整合层次越高.另外,总人

口和６５岁以上人口比重只对 “整合”表现显著,对 “一档”并无显著影响.
市辖区人均 GDP比重的系数不显著.

六、稳健性检验和进一步讨论

(一)稳健性检验

以表２的模型 (６)为基准回归方程,我们在这一部分对前述结论的稳健

性进行检验.出于篇幅考虑,本部分在报告时只显示两个财政变量的结果,
完整的结果可向作者索取.

１ 工具变量法

内生性问题可能引发对于基准模型估计一致性,或者能否赋予回归结果

因果性解释的担忧.由于确定省直管县数量的决策由省级依照统一标准做出,
对单个市来说可以看作外生,因此在我们以市为视角的回归中,市级层面的

变量遗漏一般不产生内生性问题.但仍可能存在省级层面的不可观测变量,
同时影响财政省直管县体制和省内城市医保整合的推行.为了排除这一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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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引入工具变量法.１６

我们使用省级发布的关于财政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文件数量,作为省直

管县比重的工具变量.文件数量体现了财政系统内协调市与县财政利益、推

行省直管县改革的难度,与最终实现的市级省直管县比重具有相关性;而财

政改革的文件数量与医保整合程度之间难以认为存在关联.１７变量取值根据维

基百科 “省直管县”词条中所列各省相关文件数量加总,样本内该变量均值

为１９８,标准差为１３２,最小值为０ (即直辖市和浙江、福建等始终实行省

直管县的地区),最大值为５.我们首先验证了该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的相关

性,使用回归方程:
cntyratioi＝θ×filei＋x′iδ＋υi, (３)

其中cntyratio是内生变量 “财政省直管县比重”,file是工具变量 “省级发布

的文件数量”,x 是与基准回归方程相同的控制变量组,υ为误差项.估计结

果显示,文件数量的系数值为－０１３０,在１％水平显著,表明工具变量与内

生变量存在相关性;同时,F 检验值为７１２１,表明不是弱工具变量.１８

基于这一良好的工具变量,我们继而检验了内生性问题是否存在.具体

做法是使用杜宾－吴－豪斯曼检验 (DWHtest).将方程 (３)中回归所得残

差项υ作为自变量,加入基准方程中进行回归,若残差项系数能够拒绝为零

的原假设,则认为存在内生性问题.结果显示,残差项对 “整合”与 “一档”
的系数,P 值分别为０７６５和０６０３,不能拒绝为零的原假设.这表明内生性

问题其实并不存在,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具有一致性.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稳健性检验,我们仍按照 AngristandPischke

(２００９),使用两阶段方法进行了工具变量法估计.其中第一阶段模型为方程

(３),第二阶段为以一阶段因变量的拟合值替换原方程中内生变量的基准回归形

式.所得结果见表４的第 (１)列.可以看到,省直管县比重对 “整合”的系数

为负且显著,并且绝对值大于对 “一档”的系数,基准回归的结果保持稳健.
表４　稳健性检验

因 变 量:不 整 合

＝１,分两档＝２,

分一档＝３

(１) (２) (３) (４) (５)

y＞１

(整合)
y＞２

(一档)
y＞１

(整合)
y＞２

(一档)
y＞１

(整合)
y＞２

(一档)
y＞１

(整合)
y＞２

(一档)
y＞１

(整合)
y＞２

(一档)

省直管县比重 －２２５６∗∗ －１７７０－１７２７∗∗∗－１３４３∗－１３３１∗∗∗ －０４８５ －１５２１∗∗ ０９５２ －１７３７∗∗∗－１２１４∗∗

(１１５１) (１１３３) (０４６２) (０７０２) (０４７４) (１４２０) (０６３１) (０９７６) (０３９８) (０５０９)

１６ 处理省级不可观测遗漏变量的一个通常方法是在方程中控制省份固定效应,但这对于我们的研究情

境并不适合.原因在于,控制省份固定效应意味着只能依靠自变量的省内变异来识别其影响,但对于

省直管县这样由省级推行的政策来说,一般不会在所辖各市间人为地造成较大的差距或不平衡,这使

得省直管县比重的省内变异较小.
１７ 值得指出的是,财政省直管县改革和居民医保整合之间具有较为明显的先后顺序.省直管县改革开

始于２００３年,文件出台大多在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而城镇居民医保的试点始于２００８年,在此之后才产生

了是否要与新农合整合的问题.
１８ 我们也仿照方颖和赵扬 (２０１１),对工具变量进行了外生性检验,并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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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因 变 量:不 整 合

＝１,分两档＝２,

分一档＝３

(１) (２) (３) (４) (５)

y＞１

(整合)
y＞２

(一档)
y＞１

(整合)
y＞２

(一档)
y＞１

(整合)
y＞２

(一档)
y＞１

(整合)
y＞２

(一档)
y＞１

(整合)
y＞２

(一档)

人均公共财政收入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５３∗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８∗ ００４８ ００８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５)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２)

东部地区 ２６１５∗∗∗ １７９０∗∗

(０５７８) (０８０２)

中部地区 －０５８９ １６０６

(０５３０) (２０７１)

观测值数量 ２４２ ２４２ ２２０ １３４ ２４１

　　注:(１)各回归方程中还控制了市辖区人口比重、市辖区人均 GDP比重、市辖区医院数量、６５
岁以上人口比重以及总人口.(２)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p＜００１,∗∗p＜００５,∗p＜０１. (３)由于

２００３年的城市数量为２４１,在第 (５)列减少了一个观测值.

２ 排除地区固定效应的影响

自发整合城市大多分布在沿海发达地区,回归结果所俘获的影响可能只

是显示了这一地区某些被遗漏的整体特征.为了排除这一担忧,我们将全国

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三个部分,使用两个虚拟变量在方程中

加以控制,并重复回归.对于地区的划分使用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方法.由表４
第 (２)列可以看到,省直管县比重对 “整合”的系数为负且显著,并且绝对

值大于对 “一档”的系数,基准回归的结果保持稳健.
３ 排除省一级非自发整合的影响

尽管样本中的整合均发生在中央文件出台前,但其中部分城市是由于受

到省级政府的强制要求才开展工作的.例如,山东是在省内尚无任何城市整

合的背景下,由省政府做统一要求;广东和浙江的少数城市,其并轨也发生

在省级文件下达之后.因此从省的层面来说,这些城市难以称为自发整合.
为了排除这一内生性问题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我们使用剔除这部分城市的子

样本进行重复回归.表４第 (３)列显示,省直管县比重对 “整合”的系数为

负且显著,并且绝对值大于对 “一档”的系数,基准回归的结果保持稳健.
４ 排除省一级全面实施财政省直管县的影响

浙江、安徽、湖北等十个省份实行全面的省直管县体制,辖区内所有县

均由省财政直管.这意味着对于其中某些市来说,其省管县的比重可能较未

全面推行省份中的同类城市偏高.为了排除此类潜在异常值影响,我们使用

剔除这十个省份的子样本来重复之前的回归,表４第 (４)列的结果表明,所

得结果与基准回归一致.
５ 排除财政体制与财政收入相关性的影响

如文献综述部分所提到的,财政省直管县体制可能增加县级财政收入,
继而对全市财政收入总量产生影响.如果二者之间存在强烈的因果关系,那

么在以省直管县体制为解释变量的方程中加入同期财政收入作为控制,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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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产生 “不合格控制变量” (badcontrol)问题,导致估计的偏误 (Angrist
andPischke,２００９).从样本实际来看,财政省直管县比重和人均公共财政收

入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只有－０３０８５,产生这一问题的可能性较低.但为了

避免由此带来的担忧,我们使用校正这一问题的标准方法,即使用财政省直

管县改革之前的２００３年人均财政收入数据,替代原先的同期财政收入进入回

归,以此作为稳健性检验.该数据来自 «２００４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由表４第

(５)列结果可以看到,省直管县比重对 “整合”的系数为负且显著,并且绝

对值大于对 “一档”的系数,这与基准回归的结果一致.

(二)不同市县关系下财政省直管县体制影响的进一步考察

我们已经证明,以县为主的财政体制会阻碍整合的自发进行.不过,文

献提示这一作用程度可能随市县关系的不同而有所分别.杨志勇 (２００９)指

出,“强市－弱县”下实行省直管体制,会降低市对县的拉动作用,进而削弱

县级公共服务的发展;与之相反,“弱市－强县”组合下,通常市管体制可能

产生市级对下放县级资金的盘剥,因而由省直管对县级提升公共服务更为有

利.刘叔申和吕凯波 (２０１２)以公共卫生领域为例实证证明了这一点.那么,
在居民医保整合中,是否也存在类似由于市县力量对比不同而导致的差异?
我们接下来就这一问题进行考察.

对于市县强弱的衡量存在两种方法,一种基于经济发展程度,一种基于

财政收入或支出水平.文献中对于使用哪种更为恰当并无明确说法 (刘叔申

和吕凯波,２０１２).为了确保结果稳健,我们同时验证这两类标准,采用的具

体指标分别为:
(１)市辖区人均GDP比重,表征市县经济发展的相对程度 (徐雪梅等,２０１１).
(２)市辖区人均公共财政收入比重,表征市县财政收入的相对强弱.其构

建方式为:市辖区人均公共财政收入比重＝市辖区人均公共财政收入/全市人

均公共财政收入.
(３)市辖区人均公共财政支出比重,表征市县财政支出的相对强弱.其构

建方式为:市辖区人均公共财政支出比重＝市辖区人均公共财政支出/全市人

均公共财政支出.
按指标取值从低到高排序,分别对样本中的城市进行分组.低值组定义

为位于该指标２５％分位数以下,这些城市的市辖区数值相对全市整体数值的

比重偏低,意味着县的经济实力或财政能力相对较强,即 “弱市－强县”;高

值组位于７５％以上,显示市的经济实力或财政能力明显高于县,即 “强市－
弱县”;居于其中市县实力相对接近的为中间组.

聚焦是否整合,对分组所形成的三个子样本分别使用二元Logit回归.控

制变量仍为前文回归中的控制变量.我们还将各指标与省直管县比重形成交

互项,加入相应的回归方程,以期更准确地捕获市县力量相对变化带来的影

响;对于使用财政收入或支出指标进行分组的,相应方程中还补入了该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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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平项.
所得回归结果见表５.由于回归模型是包含交互项的非线性模型,对于那

些参与产生交互项的变量,无法基于通常报告的系数值和标准误进行统计推

断,因此在这里报告经计算后的平均边际效应及其标准误.限于篇幅,只报

告财政因素.可以看到,省直管县比重的平均边际效应在任何情况下持续为

负,显示偏向县级的财政体制在各类情形下均会阻碍整合的开展.不过,效

应的大小随市县相对实力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三类指标下的结果均显示,省

直管县比重的影响在弱市－强县组 [第 (２)列]和强市－弱县组 [第 (４)
列]均较大,其中在强市－弱县组更为突出;而在中间组 [第 (３)列]较

小.以市辖区人均 GDP比重为例,以此分类的弱市－强县组中,省直管县比

重的平均边际效应为－０３７８且显著;强市－弱县组中的效应为－０４０３且显

著;而中间组的数值仅为－０１２１且不显著.上述特征在以市辖区人均公共财

政收入和市辖区人均公共财政支出划分的回归样本中表现一致.这些结果表

明,财政省直管县体制的影响随市县关系的相对变化呈 U 形,无论是县的实

力过强还是过弱,都更加不利于整合的自发开展.

表５　不同市县关系下的分组回归结果 (平均边际效应)

分组依据
因 变 量: 整 合 ＝１,

不整合＝０

(１) (２) (３) (４)

全样本 弱市－强县 中间组 强市－弱县

市辖区人均

GDP比重

(指标分位数值) ５２０－３３５３％ ＜１０５７％ １０５７－１５７３％ ＞１５７３％

省直管县比重 －０２７９∗∗∗ －０３７８∗∗∗ －０１２１ －０４０３∗∗∗

(００５８) (０１２３) (００８５) (００９２)

人均公共财政收入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

市辖区人均

公共财政收

入比重

(指标分位数值) ３１３－６９８３％ ＜１２３８％ １２３８－２４７４％ ＞２４７４％

省直管县比重 －０２９０∗∗∗ －０２５０∗∗∗ －０２１１∗∗ －０４５８∗∗∗

(００５９) (００９５) (００８７) (０１０２)

人均公共财政收入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９)

市辖区人均

公共财政支

出比重

(指标分位数值) ３２７－４２６８％ ＜１１１６％ １１１６－１９０６％ ＞１９０６％

省直管县比重 －０２８２∗∗∗ －０２３３∗∗ －０１９１∗∗ －０５２０∗∗∗

(００６０) (００９１) (００９５) (０１３８)

人均公共财政收入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８)

观测值数量 ２４２ ６１ １２１ ６０

　　注:(１)各回归方程中除两个财政变量之外,还包含省直管县比重与相应指标的交互项.控制变

量包括市辖区人口比重、市辖区人均 GDP比重、市辖区医院数量、６５岁以上人口比重、总人口,以

及各指标的水平项. (２)分组依照指标值由低到高,第一个四分位数 (２５％)以下为弱市－强县组,

第三个四分位数 (７５％)以上为强市－弱县组,其余归为中间组,斜体字为指标的四分位数值.(３)表

中所报告值为各变量的平均边际效应.(４)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p＜００１,∗∗p＜００５,∗p＜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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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发现与以往研究有所不同.根据杨志勇 (２００９)等的分析,财政省

直管县体制对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随市县关系呈线性变化,市级实

力越强阻碍作用越大.我们的结果证实了强市－弱县条件下的不利影响,但

同时表明,县级财力过强也未必有益.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我们所指出的省直

管县体制的影响存在有别于以往文献的作用途径.医保整合有赖市县一体化

协作.而当县级的独立性增强之后,出于保护本地资金外流的考虑,可能不

愿意加入整合.对于穷县来说,其财政能力有限,勉强提高待遇已然吃力,
更担心由于本县居民对医疗资源的使用率低,反而导致市级整合后本级的财

政补助外流 (保险中的 “穷帮富”问题);对于富县来说,其财政能力强,当

地新农合保障水平已经与城镇接近,加入整合反而面临本县资金补助了其他

县的风险,并且将丧失对本地政策调整的灵活性.在这种情况下,县级实力

过弱或过强,都容易引起市县关于整合后责任分担的谈判破裂,继而影响到

整合的自发开展.

(三)对于作用机制的检验

在前文中,我们证明了财政省直管县体制能够直接影响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的推进.我们认为,产生作用的机制在于当城乡一体化所引发的资金需

求缺乏市县分担依据时,省直管县体制由于强化了县级决策的独立性,使得

市县关于整合成本分担的共识难以达成,继而阻碍整合的推行.在本节中,
我们尝试对这一机制进行检验.

责任分担谈判的过程不是公开信息,甚至对于一些未整合城市,由于可

预见的分歧而根本不会有实际谈判的发生,这使得我们只能通过对已整合城

市谈判结果的观察来进行检验.谈判结果体现在两个角度.最直接的是关于

整合所导致基金缺口的分担.然而如前文所述,这一数据也不是可得信息.
另一个角度是关于整合后基金管理模式的安排.如第二部分所述,县级不愿

意分担资金的原因,是由于整合后向市级让渡了政策制定权和基金管理权,
对由此产生的缺口和可能的资金外流持规避态度.换言之,如果市级想要说

服县级改变现状、加入整合,要么市级主动承担更多的整合成本,但对于省

直管县来说,其不再为市级贡献新的财政收入,市级很难有能力和动力去这

样做,要么市级将整合后部分政策制定权和基金管理权下放,维持县的相对

独立性,也就是明确整合成本的责任.这一做法最终体现为整合后新基金的

管理模式.如果市级同时让渡部分政策制定权和基金管理权,则整合后基金

实行的是 “县级统筹”,即在市级统一政策框架的基础上,各县自主确定具体

的筹资和待遇,并自收自支;如果市级只让渡基金管理权,则整合后基金实

行 “市级统筹、分级管理”,即全市统一筹资待遇标准,但是县级自主管理收

缴的基金;如果市级不让渡所有权利,则实行的是 “统收统支”的管理模式.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检验省直管县体制对整合后基金管理模式的影响,来间

接了解省直管县体制是否在整合分担谈判中起作用.数据由各市城乡居民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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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整合文件中提取.
将县级统筹、分级管理、统收统支视为一组由低到高的次序选择,来替

换方程 (１)中的因变量,使用有序Logit模型重复回归.我们构造了三个回

归样本.第一,使用原样本中的已整合城市,也就是２０１５年前整合的６３个

城市,来进行估计.表６第 (１)列的结果显示,省直管县比重的系数为负且

显著,表明财政省直管县比重越高的城市,越倾向于采用让渡市级权利的管

理模式.第二,考虑到在中央方案出台后,原先未进行自发整合的城市也强

制进入整合,这些城市尽管不能选择分档,但可以选择基金管理模式.因此

我们又逐个收集了这些城市整合后的管理模式,结合其城市特征,构成２０１５
年后整合城市的样本,可得的城市共１３８个.表６第 (２)列显示了基于这一

样本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省直管县比重的系数仍旧为负且显著,与我们

的预期一致.第三,表６第 (３)列与第 (４)列给出了以全部整合城市为样本

的有序Logit和广义有序Logit模型回归结果.可以看到,省直管县体制系数

的结果与前两组相同,表明这一体制的推行的确影响整合后市县责任的划分.
因此,省直管县体制可以不通过财政收入影响城乡一体化进程.１９

表６　省直管县体制对基金管理模式的影响

因变量:县级统筹＝１,分

级管理＝２,统收统支＝３

有序Logit
广义有序Logit

(４)
(１) (２) (３) y＞１

(整合)
y＞２
(一档)

省直管县比重 －２１０７∗∗ －１１４３∗∗ －２０１９∗∗∗ －３９８２∗∗∗ －１９４７∗∗∗

(０９７７) (０５５０) (０４１１) (１２５０) (０５０５)

人均公共财政收入 －００８７∗∗ －０１２２∗ －００６８∗∗ －０１３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４０) (００６６) (００２９) (００４１) (００２４)

观测值数量 ６３ １３８ ２０１ ２０１ ２０１

　　注:各回归方程中还控制了市辖区人口比重、市辖区人均 GDP比重、市辖区医院数量、６５岁以

上人口比重以及总人口.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p＜００１,∗∗p＜００５,∗p＜０１.

七、结　　论

本文以居民医保的自发整合为例,探讨财政省直管县体制在推进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中的作用.以市为考察层面,使用包含６３个自发整合城市在内

的全国２４２个地级市为样本,(广义)有序 Logit回归的结果表明:财政收入

能力有助于提高城市在整合中选择一档的概率,但就是否开展整合而言,起

作用的是财政体制.那些辖区内省直管县比重越高的城市,越倾向于避免整

１９ 我们还使用BaronandKenny (１９８６)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检验了基金管理模式作为中介变量的

显著性.结果表明中介效应显著,并且在保守估计下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感谢匿名审稿人在此部分

提供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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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这种情况在市县力量差距较大的地区更为突出.
这一结果提示:在纳入效率考量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中,财政能

力的作用固然重要,但如何处理政策协调后产生的财政责任划分问题,也是

值得关注的方面.我们发现,财政省直管县比重越高的城市,整合后越倾向

于采用让渡市级权力的基金管理模式,这提示分权式的财政体制能够影响市

县关于财政责任的划分;而一旦这一共识无法达成,就可能影响到包括医保

整合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推行.这显示了财政体制不通过影响财政

投入,而直接作用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条新途径.因此,在财政省直

管县体制获得较大范围推广的背景下,省级及省级以上政府可能需要更加积

极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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